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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环境刑事诉讼上诉期间生态修复行为的
法律定性

郭武，李梦瑶*

(甘肃政法大学环境法学院，甘肃兰州  730000)

【摘  要】 环境刑事诉讼上诉期间的生态环境修复行为逐渐被一些地方法院在二审程序中作为从宽减刑的情节考察。虽然

此举有益于激励环境刑事被告人积极履行环境恢复义务，然则在未有明文规定的先决条件下贸然将其纳入从宽

量刑考量，也许会打破传统二审救济纠错的应然功能设计，使得环境刑事诉讼二审功能的实现存在矛盾偏差。

由是对于上诉期间发生的生态修复行为的法律定性，应明确归属于判决后刑罚执行阶段的减刑情节予以考量，

并且为配合化解此类矛盾，我国须及时制定相应的专门法规、适用原则和配套制度措施，从而最大限度发挥生

态修复行为在环境刑事诉讼中的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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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生态修复行为纳入环境刑事诉讼从宽考量情节

的实证剖析

生态修复行为，是当前环境司法讲求生态功能恢

复和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以恢复生态环境的基本生

态功能为目的，采取的一系列积极植树造林、补植复

绿、增殖放流等行为的总称。关于修复的方式，2015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

建设的意见》指出“以自然恢复为主，与人工修复相

结合”。在具体实践应用中，不同地方针对本地的环

境特性创造了许多因地制宜的生态修复方式，例如仅

西北地区就有大概四种不同的生态功能区，即黄土高

原区、青藏高原区、蒙新甘荒漠—绿洲区以及中高山

地，不同的区域分别采用退耕还草、恢复植被、防风

固沙、水源涵养等多种生态修复行为 [1]。生态修复行

为的着力推进，将更加有益于我国资源节约型、环境

友好型社会的建设发展。

在司法实践中，一些环境资源案件审判也将生

态修复行为纳入从宽减刑的情节考察。本文主要以

“幸某、潘某非法捕捞水产品案”[（2018）02 刑终

144 号 ] 和“张某非法采伐、毁坏国家重点保护植物

案”[（2019）渝 02 刑终 75 号 ] 为例进行分析论证。

如表 1 所示，二审法院法官均认可被告人达成生态修

复协议、增殖放流等主动的生态修复行为。上诉期间

的生态修复行为被当作被告人认罪、悔罪态度良好的

佐证，最终经二审法官判决予以减轻刑罚。在现实司

法实践中存在生态修复行为“惯性”从宽考量思维的

背景下，本文对生态修复行为于环境刑事诉讼的价值

目标和从宽考量的互洽性展开进一步剖析。

1.1  生态修复行为与环境刑事诉讼价值目标相契合

环境刑事诉讼是从属于传统的刑事诉讼体制之

下，在国家司法机关组织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共

同参与的前提下，根据法定程序规定，追究环境损害

行为人刑事责任的一系列活动的总称。由于环境犯罪

的特殊性，环境刑事诉讼不同于一般的刑事诉讼，其

不仅存在传统意义上人身财产权益的损害，还存在带

有环境公共利益性质的环境损害。因此，面向环境犯

罪的对策除对犯罪人采取刑事处罚外，应将更多的视

线转移至如何修复被损害的生态环境问题。生态修复

行为迎合了倡导从传统“了事”中抽离出来的恢复性

司法理念，恢复性司法强调的是将更多的眼光注视于

执行结果的生态化而非纯粹的惩戒 [2]。亦有专家建议

对《刑法》第三百四十六条、三百四十八条等进行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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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明确生态修复行为这一新型责任方式，以完善破

坏环境资源犯罪的责任体系。生态修复行为的引入将

环境法中的新理论新思想贯彻进去，完美契合了环境

刑事诉讼所倡导和包括的生态环境法益价值意涵。

1.2  生态修复行为被纳入从宽考量情节的合理性

认罪认罚从宽程序被放置在《刑事诉讼法》第

一编总则第十五条中，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

愿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承认指控的犯罪事实，愿意

接受处罚的，可以依法从宽处理。”从宽处理所包含

的意味可以被认为是主动的悔罪态度及行为上的虔诚

认错积极性，只有二者相统一才能被纳入从宽处理的

考量情节范围。而环境修复行为作为环境刑事犯罪处

罚的一部分也应当属于接受处罚拓展出的内容表现形

式。例如，在刑事犯罪中体现的是赔偿损失、赔礼道

歉等，在环境刑事诉讼犯罪中体现的即是生态修复行

为、缴纳生态修复费用等。不同的案件属性决定了案

件处罚的不同表现形式，所以环境刑事诉讼案件中依

照当事人生态修复行为进行从宽减刑处理存有可以印

证的法律依据。由此，从宽处理与环境修复行为的关

系，可以被定义为结果与原因行为的关系。在当今环

境危机变得愈加复杂、影响面越来越广的前提下，环

境修复行为则是可以被作为环境新兴领域视为从宽处

理的新缘由之一。

在实践中，生态修复行为被纳入从宽考量情节的

合理性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得以印证。首先是在国家

层面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了自

2017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的《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

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6〕29 号），

其中第五条①就规定了将积极修复生态环境的行为作

为司法机关的不起诉和量刑的考虑情节。但是需要注

意的是，环境修复行为并非以此《解释》为起始点，

仅是首次在国家司法层面得到明确确认。其次是在各

省级层面上，山东省生态环境厅于 2020 年 7 月 9 日

印发了《关于规范生态环境违法行为“不罚”“轻罚”

等有关事项的通知》（鲁环发〔2020〕33 号），其在内

容上初次明确了：在对企业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已

履行完成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对受损害的生态环

境进行了修复，或者对无法修复的环境区域进行了替

代性修复及赔偿的，可以作为从轻或减轻处罚的情

形。贵州省法院近年来也将恢复性司法理念贯彻进环

境刑事司法领域内，改变了以往“一判了之”的固有

做法，将环境犯罪分子的积极恢复环境行为作为从宽

处理的依据，以此认定其是否真正存有真诚悔罪的心

态；对于尚未完全完成修复的行为，在综合考虑符合

条件的情况下也可以作为从宽减刑的裁量情形。最后

是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回应，在 2019 年 2 月 14 日国新

办举行的中国生态环境检察工作新闻发布会上答记

者问，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张雪樵针对“污染环

境修复后可从宽处理是否为花钱减刑”的问题，回应

称生态修复从宽是让当事人主动参与修复，不仅能达

到对法律责任追究的目的，还能起到对社会思想环境

进行积极引领的环境保护示范作用；并且要改变过去

“一判了之”“一罚了之”“一诉了之”的弊端，将习近

平生态文明思想贯穿到生态真正得以恢复的实处。最

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第一检察厅厅长也予以答复，

指出《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认为生态恢复行为从宽是司法机关依法办事的结果。

纵观上述内容可以得出，生态修复行为是环境刑

事司法领域环境恢复的有效尝试。无论是国家层面的

表1  本文所采用的两个案例的基本情况

案号 案由 基本案情 二审改判结果及依据

（2018）02 刑

终 144 号
非法捕捞水产品罪

潘某与幸某违反保护水产资源法规，在禁渔

期、禁渔区内使用禁用的方法捕捞水产品，

被一审判定行为构成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判

处潘某拘役三个月，幸某拘役二个月，缓刑

六个月

潘某对一审判决异议提起上诉，上诉期间为弥补自身行为对

渔业资源造成的破坏，购买了 5000 元的鱼苗进行增殖放流。

二审法院认为增殖放流的生态修复行为，对破坏渔业资源的

行为作出了一定弥补，悔罪表现较好，再加之上诉期间举报

他人犯罪构成立功，改判潘某拘役二个月，缓刑六个月

（2019）渝 02

刑终 75 号

非法采伐、毁坏国

家重点保护植物罪

张某采挖的二株野生南方红豆杉系国家一级

重点保护野生植物，被一审法院判处犯非法

采伐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三

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

上诉期间，张某主动申请生态修复，与重庆市梁平区林业局

达成生态修复协议，并积极履行协议，完成协议中约定的修

山抚育和补植复绿义务。二审法院认为其上诉期间修复行为

反映认罪、悔罪态度较好，可以对其从轻处罚。最后判处有

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

①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实施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第
三百三十九条规定的行为，刚达到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标准，但行为人及时采取措施，防止损失扩大、消除污染，全部赔偿损失，积极
修复生态环境，且系初犯，确有悔罪表现的，可以认定为情节轻微，不起诉或者免予刑事处罚；确有必要判处刑罚的，应当从宽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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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政策、省级层面法院的相应举措，还是最高人民

检察院在答记者问上的回应，都反映出积极的生态修

复行为已经日益成为从宽处理的重要考量情节，以此

作为刑罚从轻、减轻的理由也具备合理性。但是顶层

设计和初步设想往往都是理想化的，具体司法实践中

存在着若干因为规范模糊致使法官理解不清产生的适

用混乱问题。

2  上诉期间修复行为于环境刑事诉讼二审从宽考

量之矛盾

2.1  上诉期间环境修复行为被纳入二审量刑从宽的实

践问题梳理

如前文所述，在环境刑事诉讼二审应然功能实现

出现偏差的情况下，实践中量刑改判环节滋生了一些

功能“错位扭曲”的现象，从而招致了一系列矛盾。

本文所集中讨论的二审从宽量刑适用错位问题的大前

提，是环境刑事案件一审法院判决已然非常准确，基

于充分事实的认定，审理过程符合法律规定和法定程

序，最终判决得出的结果也十分恰当。在此种无审

判偏颇或过失的境况下，被告人不服裁判结果提起上

诉，并在上诉期间积极采取环境修复活动，最后在二

审中被法官当作从宽情节予以改判减刑。粗略看来，

这种从宽减刑的方式似乎是合情合理的，可以鼓励环

境犯罪人积极履行生态修复义务，也符合生态文明建

设的基本要求。但是从二审审理的角度，根据《刑事

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的规定①，二审法院仅针对

原判决期间的错误进行纠正，只有在原判决认定事实

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才予以改判。而上诉期间的环

境修复行为在原审审理时并未发生，且原审裁决事实

认定清楚、法律适用正确，那么依照法理逻辑二审法

院裁定维持原判才是符合法律规定的。

在如今的司法实践中，这种对二审应然救济功能

理解混同、以上诉期间的积极环境修复行为作为减刑

理由的情形比比皆是。以上文所指出的“幸某、潘某

非法捕捞水产品案”和“张某非法采伐、毁坏国家重

点保护植物案”为例，二审法院均将犯罪人上诉期间

的积极生态行为纳入量刑考量范围内，并最终判决予

以减轻刑罚。然而，此种从宽情节应当在初审环节被

考虑，二审环节理应思考的是事实不清、法律依据适

用错误。如若法官贸然在二审减刑量刑过程中强硬植

入生态恢复性思维，可能会造成环境刑事诉讼二审功

能的错位与扭曲。尽管 2019 年 10 月 24 日，最高人

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

法部印发的《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

见》第五条指出：“适用阶段和适用案件范围。认罪

认罚从宽制度贯穿刑事诉讼全过程，适用于侦查、起

诉、审判各个阶段。”无论是一般刑事诉讼还是环境

刑事诉讼，现今都出现二审依据上诉期间真诚悔过补

救行为减刑的情节。但是仅以该类司法解释或者是指

导意见作为判决依据效力难免位阶过低，规定也较为

模糊。除此以外，在实践中对于积极的生态恢复行为

的定义标准也尚不清晰，恢复行为除了上述案例所涵

盖的达成生态恢复协议、履行实际的补植复绿和增殖

放流等义务外，还有将上诉期间缴纳生态损害赔偿资

金等。比如在“舒某、陈某污染环境”一案中，二审

法院就将其缴纳生态补偿金的行为作为减轻量刑的理

由。由于没有明确的修复行为量刑从宽程序和标准，

“同案不同判”的现象也时有发生。例如“向某污染

环境”一案中 [3]，虽然被告人在上诉期间缴纳了罚

金、生态赔偿款、专家意见咨询费，但湖北省荆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对其仍然不适用缓刑。不同法院做出了

截然相反的认定，这种“同案不同判”的情况其实就

是在生态修复方面缺乏规范性所致。通过前文对司法

实践中存在问题的梳理剖析，结合以上案例对上诉期

间的生态修复行为量刑、减刑方面存在判决不统一的

现象，若欲真正厘清上诉期间生态修复行为是否应当

被量刑从宽，则必须对环境刑事诉讼二审功能进行再

审视。

2.2  环境刑事诉讼二审功能的再审视

环境诉讼二审程序，又称上诉审程序，被定义为

据当事人等或者检察院对一审法院的上一级人民法院

依法上诉或抗诉，要求其对下级法院的未生效判决或

裁定重新审理的程序。环境刑事司法领域所引用的主

要法律依据均是来源于传统的《刑事诉讼法》，关于

环境刑事诉讼的功能讨论不多，一般都是依赖原有刑

诉二审功能实现。所以基于法律的严谨性和一致性，

二审程序的应然功能分析也是以传统刑事诉讼功能为

指引的。涉及刑事诉讼二审程序的应然功能在学界也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不服第一审判决的上诉、抗诉案件，经过审理后，应当按照下列
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的，应当裁定驳回上诉或者抗诉，维持原判；（二）原判决认定事实
没有错误，但适用法律有错误，或者量刑不当的，应当改判；（三）原判决事实不清楚或者证据不足的，可以在查清事实后改判；也
可以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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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不同的观点，特别是关于二审功能内涵外延的理解

存有不一致的情况。但整体对二审功能认知较集中为

以下四个方面：纠错救济、提高司法救济的彻底性、

监督制约和排查错误 [4]。然则上诉期间修复行为作为

一审裁判结束后的情节，被法官在无明确法律依据的

情况下贸然当作从宽从轻情节考量，可能会产生二审

应然功能实现之矛盾，即因为从宽情节考量的非法定

适用，而造成一系列刑事诉讼二审功能实现的偏差。

因此，二审功能实现的偏差大抵可以被归结为如

下三点：第一，影响排查错误的功能。二审的主要任

务是发现一审中反映出来的法律适用或者事实认定错

误情况，并及时予以矫正。而将上诉期间的生态修复

行为纳入从宽考量情节后，或许会加重二审法官的压

力，阻碍其对案件合理性、合法性的正确判断。第

二，压制司法救济的彻底性。二审为当事人提供了弥

补和权益救济的回旋余地，当事人就可以参照一审法

院尚未发现的真实事实或者其作出裁决的有误部分请

求其上一级法院进行全面审查。假如其中掺杂许多与

一审判决无关的情节，可能会不利于案件受害人损害

的彻底救济和不满抚慰。第三，无益于指导监督功能

的实现。二审法院法官作为监督者对初审法官进行检

查督导，对其不合理的裁决可以要求发回重审或是由

二审法官直接审理改判。但假如初审法官认真谨慎地

做出准确无误的一审判决，此举理应得到二审法官的

肯定和支持，而不是再基于上诉期间的悔过行为予以

改判。否则这种做法不仅会压制初审法官的工作热

情，亦会扭曲二审法官的指导监督功能范围，僵化上

下级法官之间的人际关系 [4]。

2.3  上诉期间环境修复行为不能被纳入量刑从宽情节

的法理论证

概言之，上诉期间环境修复行为被纳入二审从宽

考量是存有适用矛盾的，所衍生的现实问题或日后可

能会显现的问题可以被认定为由以下四点必然性根源

导致：其一，从宽处罚伴随的就是同案不同判，法官

自由裁量权主观性过大。在实践对于刑罚的从宽考量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审理案件的法官，不同的法官面对

上诉期间环境修复行为的定性也有不同的审理意见。

这相当于用一把无刻度的标尺对案件的任意裁量，极

易出现司法的不公正、不正义问题。其二，对于上诉

期间缴纳生态修复金的行为或可被等同于修复生态环

境行为，一旦运用不慎，则会被社会公众误解为“花

钱减刑”，致使司法公信力和权威降低。其三，初审

法官的正当性判决被轻易否定改判，一方面可能会抑

制初审法官的工作积极性，另一方面也可能使得二审

法官承担不应当的人际风险。首先，初审法官认真严

格依照法律规定和程序对案件进行全面分析研判后作

出的正确裁决，却被二审法官以犯罪嫌疑人在一审宣

判后上诉期间的行为予以改判，就好比按照标准答案

答完试卷后，却被意外的新标准抹去原有答案一般，

是对辛苦备考考生勤恳努力的一种否定。同时二审法

官因为上诉期间的积极改过修复行为对一审判决进行

改判，更是加重了二审法官的人际风险。尤其是二审

法官未处在“完全正确”的地位时，改判往往易受到

质疑。其四，是对以往二审应然功能的混同。二审的

功能如前文总结，重点是“纠错”而不在于发现“新

的事实”。法官擅自突破固有功能范式，是没有可以

站得住脚的明确法律依据的，也是对传统二审程序功

能作用设计的批判和否定。最后，依照上诉期间的悔

过行为对被告人减轻刑罚，是不利于对被害人心里慰

藉的。不应将填补损害的应然弥补行为视为“及时”

的将功补过，树立一种已经实施了犯罪行为在日后被

提起诉讼时，也可以通过行为弥补自己的损害，降低

自己的量刑的印象。此种行为不应被视为“及时”，

而是应然的常态。真正意义上的将功补过的及时行

为，应当发生在行为过后非常短暂的一段时间内，最

起码也是在一审裁判宣判前。

3  上诉期间修复行为于环境刑事诉讼二审从宽考
量之矛盾化解

3.1  上诉期间生态修复行为被纳入减刑情节考量的实

现路径

生态修复行为作为环境司法领域从宽处理的重要

考量情节，目前在实践中作为上诉期间从宽情节的法

律定性仍存有争议。虽然 2019 年出台的《关于适用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第五十条①明确指出

二审程序可以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但是具体如何

适用、是否适用还是需要由法院对认罪认罚的态度、

作用意义等进行综合分析后决定。这表明该项规定还

是处于较为模糊的阶段，未明确认罪认罚适用从宽的

①  《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第五十条：“被告人在第一审程序中未认罪认罚，在第二审程序中认罪认罚的，审理程序依
照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第二审程序进行。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其认罪认罚的价值、作用决定是否从宽，并依法作出裁判。确定从宽
幅度时应当与第一审程序认罪认罚有所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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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情形，而是将裁量权交由法官衡定。因此我国需

要制定更完备的规范与详尽程序，以及时填补生态修

复行为在量刑方面存在的缺漏。本文建议从纵向和横

向视角明确其适用的范畴。

首先是纵向视角，应当明晰不同时期的生态修复

行为所具有的不同特性、地位作用以及与其匹配的救

济程序，具体表现如图 1 所示。依照图中内容所呈现

的样态，本文将不同时期发生的积极生态修复行为主

要划定为五个阶段，分别是环境犯罪发生后被起诉

前、一审期间、上诉期间、二审期间和执行期间。认

罪悔过讲求的是“及时性”，环境损害人采取积极弥

补恢复行为越早、越彻底，在日后的量刑减刑从宽考

量中占比越大。相反，悔悟行为越晚，对应的减刑力

度就越小。由此不同时期相对应的从宽程度应呈现

由大到小的趋势，从而鼓励被告人及时修复生态环

境。同时以不改变原有二审程序功能和主要任务为目

的，对于犯罪行为发生后直到一审宣判结束前的积极

生态修复行为，都可以被法院纳入裁判量刑的减刑考

虑因素。但在一审法官审理时，上诉期间和二审期间

被告人的环境修复行为尚未发生。为了保障二审的

“纠错”功能和审理的更高效实现，本文建议应当将

上诉期间和二审期间的悔过行为一同纳入执行期间的

法定减刑程序中去。通过法定程序的其他途径从宽处

理，而不是上诉和再审程序，否则也是对司法资源的

浪费。如根据《刑法》有关减刑的规定：“被判处管

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在执行

期间，如果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

表现的，或者有立功表现的，可以减刑。”但是也不

应完全等同于执行期间的积极补过行为，这两个期间

内发生的修复行为理应比执行期间内修复行为的减刑

从宽程度更高，认真悔过的态度也应更加虔诚。相比

较而言，上诉期间的生态修复行为仅仅是对犯罪行为

危害结果的减弱，不能够成为认罪认罚从宽的情节适

用理由。由是，从一审、二审的诉讼逻辑角度而言，

将上诉的悔过修复行为纳入减刑情节考虑是合理之

至的。

其次，在生态修复行为从宽考量的横向视角下，

也应当区分不同种类生态修复行为的认罪悔罪程度。

本文建议从主客观的角度出发，由专责机关设定明文

的生态修复行为悔罪认罪程度参考标准。环境损害

人在主观上主动积极的悔罪态度，相对于被动因想要

被减刑的敷衍认错态度应占据更大的从宽比重。法官

在具体量刑时也应注意对上诉人上诉的心理进行识

别，如被告否认被指控的犯罪事实、违背自身意志认

错认罚的，尽管采取了一些生态修复措施，也不代表

其日后能坚持完成长期性的生态修复规划。这时从宽

原则就应审慎适用，不然或许会出现后续因反悔心态

驱动引起的环境再破坏。例如被广为关注的“祁连山

非法开采为何屡禁不止”的问题，开采方很早就被罚

处生态修复，但后续实际履行中却假借生态修复的幌

子实则行违法之事。在客观角度上阐述，环境损害人

的修复行为也有彻底、不彻底和优劣类别之分。不是

所有的环境修复行为都有利于环境功能的恢复，也并

未全都发挥着无差异的保护作用。如环境损害人采用

增殖放流的初衷是好的，但是放生的却是不适宜本地

河流生态多样性的外来物种，造成生态系统整体功能

的二次下降。这样的修复行为肯定与正确的生态修复

行为发挥的效用差异明显，也理当在具体量刑时予以

考虑。此外，针对上文提出的“缴纳生态修复金（减

刑）”问题，一方面应尽量避免金钱交易过程中滋生

腐败，另一方面缴纳生态修复金并不如真正的

生态修复行为显得积极、切实。因此，只有在

环境永久无法恢复或不具备可修复性时，法官

才会将缴纳修复金作为量刑情形考量，所以在

二审的减刑从宽裁量中建议限用。

3.2  确定“从宽为准绳，不从宽为例外”的量

刑适用原则

为解决“同案不同判”问题，应出台相应

的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明确规定生态修复行为

作为从宽量刑的重要情节，并且作为原则进行

推广。只有某些例外情况才可不从宽处理，对

于例外情况最好以列举式的方法进行细化规定。

另外，以从宽为准绳的原则还有助于限缩法官图1  生态修复行为从宽考量纵向可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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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观能动性和维护环境司法公平，对被告人和广大

公众也是一种绿色环境意识的宣传和教育。同时，这

种从宽原则也符合我国的国情和政策指向。党的十八

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提出

了一系列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

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党的十九大报告也指出

要加快生态文明体制建设改革，提出建设美丽中国的

目标。而修复生态的一系列行为可以最大限度地提升

环境恢复能力，加速受损生态系统的修复，切实保障

人民群众的良好生存环境质量 [5]。除此之外，2017 年

1 月 1 日正式施行的《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

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也有相关内容作为支撑，

如规定如果刑罚的确将被判处，则应当从宽处罚。此

处的“应当”一词也反映了我国司法领域“宽严相

济”的政策，指导法官在具体审理过程中应最大限度

地适用从宽量刑的制度。

对于生态修复行为不适用于从宽处理的例外情

形，本文简单加以列举为如下几项：①主观上未有悔

过心理、否定被诉罪名及犯罪事实的被告人采取了一

系列“应付性”生态修复行为；②采取了一定的生态

修复行为，但由于个人疏忽或者报复心理，生态环境

功能未得到真正恢复甚至遭受到“二次伤害”；③贿

赂国家工作人员，企图假借短暂的生态修复行为获取

减刑或者继续破坏环境来受益的行为；④与生态环境

部门、林业局等初步达成了生态修复协议，但中途又

退出或者拒不履行的行为；⑤对于化学物质泄漏等引

发的环境污染责任问题，仅采用“恢复原状”式的方

法，将危险源物质带离污染环境却不及时进行无害化

处理；⑥其他不符合认真悔过态度或采取的措施不符

合生态修复范畴标准的行为。上述一一列举的方式，

让法官对于环境修复的量刑从宽衡量有一把真正有刻

度的标尺，也能适当降低“同案不同判”情形发生的

可能性。

3.3  健全生态修复行为作为减刑情节考量的相应配套

制度

据前文分析，实践中多将上诉期间的生态修复行

为纳入从宽量刑情节考量。而发挥二审环节法定功能

的最佳路径是将其转化为减刑情节予以参评，但是从

宽量刑与减刑情节因在发生阶段、考察主体等特征上

相互区别而在具体适用时存在一定程度差异。是以，

应当建立符合减刑情节特点和内容的适配制度程序和

配套措施，明确环境修复行为减刑的监督考察主体责

任义务，完善专门化的环境修复行为减刑异议程序制

度。由于生态修复行为的实施并非一蹴而就，所以生

态修复的监督管理显得尤为必要。

首先，生态修复的配套验收制度须专门规定和完

善。其一是对验收主体的统一规定。目前实践中的验

收主体各地不一、混乱不堪，使得诿过推责和滥用权

力等问题层出不穷，因而验收的主体应当由专门统一

的组织进行管理，比如第三方环境监督机构。由法院

与第三方机构签订协议，第三方机构代其进行专业的

监督和指导，进而保障了监督的中立和公正性。其二

是验收的标准、程序也需要集中规范管理。各地生态

修复工作验收标准不一也容易造成被执行人受到不公

正的待遇，更有不法环境犯罪分子专门到验收标准较

宽松的地区集中生产、作业，造成生态的污染破坏。

亟须制定一套集中范式化的环境修复行为验收制度，

正如前文所言，主要包括验收的主体、标准、程序等

方面。其三是建立生态修复行为全过程监督机制，从

修复行为的初始直到成果的验收，都要有专门的监督

评估机构跟踪审查。此举也有助于法官更好地评价和

认定被告人的悔罪态度，因为其心理上的隐蔽性是不

易被察觉的，而在实际生态修复中的行为表现却可以

明显研判出该人是否真正具备从宽的必要悔罪条件。

其次，将生态修复从宽处理制度引入刑事和解程

序内。刑事和解被定义为在刑事诉讼过程中，被告

人、犯罪嫌疑人与被害人以调解人或其他组织为中间

调和人共同协商交流，在达成民事赔偿和解协议后，

由司法机关依照案件的实际情况决定对被告人、犯罪

嫌疑人不予追究刑事责任或减轻刑事责任的活动。生

态修复从宽的引入，可以将衡量减刑的阶段从审判阶

段拓展至侦查起诉阶段。恢复性司法这类新理念下的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将得到进一步发展，同时也益于

规避环境司法实践缺少程序和实体上约束和监督的随

意性缺漏 [6]。

4  结语

上诉期间的环境修复行为作为二审从宽情节考量

确有救济恢复环境生态利益的功能，但依照目前的情

况还远远达不到适用的应有条件，是明显存有瑕疵

的。正如伯克所言：“良好的秩序是一切美好事物的

基础”，唯有在相关的法律法规完善后建立起规范的

法律秩序前提下，才可能实现更加美好的生态文明愿

景。换言之，当前环境刑事诉讼属于刑事诉讼领域，

从诉讼法的角度来讲存有立法瑕疵。环境刑事诉讼二

审环节所显现出来的功能并不能较好发挥，亦未体现

出立法的技术性和科学性。因此应从立法目的出发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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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保护效益为优先，制定出不违反法律原则和法的

严肃性等的环境刑事诉讼专门规定，酌情考虑从宽情

节。更长远地，未来若能有一部环境诉讼专门立法，

通过体系化的归纳、梳理和扩充来弥补环境诉讼领域

的缺漏和症结，以上问题便能真正地迎刃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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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egal Nature of Ecological Restoration Behavior During the Appeal 
Period of Environmental Criminal Litigation

GUO Wu, LI Mengyao*

(School of Environment Law, Gansu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Lanzhou, Gansu 730000, China)

Abstract: The behavior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restoration during the appeal period of environmental criminal litigation has been 
gradually investigated by some local courts as the circumstances of leniency and commutation in the second instance procedure. 
Although this is beneficial to encourage the environmental criminal defendants to actively fulfill the environmental restoration 
obligations, it may break the traditional remedy and error correction measures of the second instance if it is rashly included into the 
consideration of lenient sentencing without any specific preconditions, which caused contradictions and deviations in the realization 
of the second-instance function of environmental criminal litigation. Therefore, the legal nature of ecological restoration behavior 
during the appeal period should be clearly attributed to the circumstances of commutation after the judgment. In order to resolve such 
conflicts, China needs to formulate corresponding special laws and regulations, applicable principles and supporting system measures 
in time, so as to maximize the effectiveness of ecological restoration in environmental criminal proceedings.
Keywords: ecological restoration behavior; lenient treatment; environmental criminal procedure; appeal period; second instance 
procedure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Enterprise 
Performance—Based on the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of VOCs Pollution 

Charging Policy in the Petrochemical Industry
LIU Xuezhi, DUAN Duoduo, ZHANG Bo, SUN Xiangdong*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emical Technology, Beijing 100029, China)

Abstract: The paper used 337 listed companies in China’s petrochemical industry from 2015 to 2019 as research samples to verify 
the positive impact of current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on the company’s performance in the subsequent period by differences-
in-differences method. The further test of the intermediary effect found that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mainly improv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through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hereby verifying the existence of the Porter Hypothesis in China’s petrochemical 
industry. In addition, the paper also found that there are significant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the effect and mechanism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on enterprise performance. The eastern and central regions showed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s, and both supported the 
Porter Hypothesis, while the western regions had no obvious influence. To promote the green and low-carbon development of the 
petrochemical industry, it is necessary to further increase the implementation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policies in petrochemical 
industry, promote the th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vestment of petrochemical enterprises and focus on regional differences.
Keywords: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enterprise performance; VOCs pollution charging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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